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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区新石器时期聚落遗址 

时空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杜心宇 胡希军 金晓玲 龚维 刘梦茹 胡慧荣 王烨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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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风景园林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探讨洞庭湖区新石器六个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及自然环境关系，可进一步了解人地关

系，对发现和保护历史文化遗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 Voronoi 计算各个文化时期的变异系数和最近邻指数，从而得

到每个时期的聚落遗址空间分布特征，并运用 GIS 空间分析法分析洞庭湖区聚落遗址分布与自然环境关系。结果表

明：彭头山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空间分布特征呈随机分布，汤家岗文化时期则呈现均匀分布，大溪、屈家

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在空间上呈聚集分布特征；遗址点主要分布在高程 0～100m、坡度 0～5°、坡向朝南

且距水距离为 300～4000m 的范围内。因此，古人选择生活聚落倾向于海拔低，坡度小，日照时间长且距水较近的

区域，并且随着生产工具变革、农业发展和社会等级分化等，聚落遗址在不同文化时期的空间聚集程度由分散向集

聚特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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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的变化往往制约着人类的生存发展。在数千年前的史前时期，人类缺少对自然环境改造的能力，活动空间受环境

变化的控制，因此人类活动的文化遗迹具有反映当时自然环境的面貌特征，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史前环境变迁的重要手段和

依据［1］。聚落遗址被看作是一个时期内在地面留下的活动痕迹，是一个开放的二维平面，如果将二维平面上升至三维空间，则

是探讨表面构成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与人类活动和社会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即环境考古学和景观考古学的主要内容［2］。

洞庭湖区作为长江中游平原湖区，是我国内陆地区环境变化敏感地带，是古文明、古文化发源地之一，考古和历史资料丰富，

史前时间序列完整。洞庭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分布广泛，澧水和沅水下游最早产生原始农业和定居聚落。早在距今 9.0～

7.8kaB.P.的彭头山文化时期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到了皂市下层时期（7.8～6.8kaB.P.），出现了图案

富于变化的彩陶；在汤家岗文化时期（6.8～6.3kaB.P.）将白陶工艺推向了顶峰；在 6.3～5.3kaB.P.出现了以澧县三元宫遗址

为代表的大溪文化；而后分别在屈家岭文化（5.3～4.6kaB.P.）和石家河文化时期（4.6～4.0kaB.P.）出现了以澧县丁家岗和

安乡划城岗为代表的遗址［3］。 

1930 年代，国内外学者们开始对史前聚落遗址进行研究［4］。从研究内容看，一方面是探讨聚落遗址的演变与地形、气候、

水文等自然环境因素和传统文化、人类活动等社会因素的关联性
［5］

；另一方面主要集中于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
［6］

、聚落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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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形态［7］、人地关系［8］等方面的研究。从研究方法看，通过定量分析或利用遥感、GIS 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9］和模型构建［10］

等已成为景观考古或环境考古当中运用较多的研究方法。从研究区域来看，现有的研究多见于西北区域的河湟谷地、甘青地区

等，中东部的豫西北地区、郑洛地区和鲁东南地区等，东北区域的辽东地区等以及长江中下游、巢湖、渭河等典型流域
［11-14］

，

对洞庭湖区史前聚落的研究多见于聚落形态［15］、人地关系［16］等方面。为了补充和完善洞庭湖区史前聚落相关研究，本文运用

GIS 空间分析方法对洞庭湖区新石器不同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结合区域地形、坡度坡向和水系等自然

因素探讨遗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期为洞庭湖区聚落遗址的保护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研究区概况 

洞庭湖区又被称为环洞庭湖区，位于长江中游以南，包括岳阳、湘阴、南县、安乡等地区。以洞庭湖为核心，向东、南、

西三面过渡分别为河湖冲积平原、环湖丘陵岗地、低山和碟形盆地。该区域地势四周高中间低，东低西高，从四周到中心形成

“低山—丘陵—岗地—河网化冲积平原、湖积平原”模式，地貌类型有高岗阶地、低岗阶地、河流三角洲、泛滥平原、湖积平

原及洲滩。洞庭湖区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全年平均气温 14℃～18℃，年均降水量为 1400mm，夏季降水比较集中，多

暴雨。洞庭湖区河网密集且河流众多，湘资沅澧以及汨罗江贯穿于内，优越的地理环境及自然资源使得洞庭湖区早期聚落逐渐

形成并发展。 

随着环境考古工作的开展，洞庭湖区的遗址资料逐步完善，为该区域聚落遗址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目前在该区域共发现新

石器时期聚落遗址 877 处，从图 1 中可以看到澧县是各文化时期聚落遗址最为集中的地区。新石器早期和中期聚落遗址点分布

数量较少，到了新石器中晚期即大溪和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数量成倍增长，规模逐渐增大，聚落开始以城址形式出现；新石器

晚期石家河文化时期聚落数量大幅攀升，出现聚落群团［17］。洞庭湖区新石器时期文化发展序列清晰，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

丰富的历史聚落遗址，对研究洞庭湖区历史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图 1洞庭湖区新石器时期遗址点分布情况 

2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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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对各时期的遗址点进行了收集和处理，通过对《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省分册）》中的湖南新石器时期遗址点分布

图（1∶3500000）进行扫描及处理，接着根据 OSGeo 中国历史地图数据网（https://www.osgeo.cn/map/m0302）、《中华人民共

和国不可移动文物目录（湖南卷）》和地方文物局提供的文物保护资料补充整理了湖南地区遗址点所在的市、县、乡镇、村及空

间坐标数据信息，并提取洞庭湖区所涵盖的遗址点及分布信息，对已发表的历史文献资料及考古发掘报告进行了收集和归纳，

针对洞庭湖区新石器时期的 877个遗址点所属的文化时期进行了梳理。通过 ALOS 下载得到 12.5m 的 DEM 数据图，利用 DEM数据

在 ArcGIS中提取了遗址点的高程、坡度和坡向信息以及水系分布图。 

2.2 研究方法 

点状空间通常有三种空间分布类型：均匀分布、随机分布以及集聚分布。目前，对点状空间分布格局的分析方法有核密度

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Ripleys K 函数）、邻点平均数，或者采用柯尔摩哥夫—史密尔诺夫公式（Kolmogorov-Smirnov）

和洛伦兹曲线（Lovenz Curve）［18］。使用较多的是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方法，但该方法需要选择适当的分析比例，以及需要设定

计算距离的个数及起始距离和距离增量，随机性较大，且对三种空间分布类型的划定比较困难。而 Voronoi 的方法能够根据点

所对应的多边形来判断点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及特征，无需设定距离，因此本文基于 Voronoi 方法对洞庭湖区新石器时期聚落

遗址分布类型及特征进行探讨。 

2.2.1 泰森多边形分析 

泰森多边形（Thiessen polygon）又可称为沃若诺伊图（Voronoi Diagram），最早由俄国数学家乔奇·沃若诺伊提出［19］。

Voronoi 是对平面的一种剖分，是由一组连续两个邻点直线的垂直平分线组成的连续多边形。在任意一个凸 Voronoi多边形中，

其内任意一点到该多边形发生点的距离都小于该点到其他任何发生点的距离，而这些发生点就是 Voronoi 图的发生元，发生元

除点集以外还可能是线集、面集或是其他复杂图形的集合等［20］。 

本文以 877 个遗址点按照不同文化时期作为发生元，基于目标最近原则分割连续空间所形成的多边形集合，每个点对应一

个多边形，通过 Voronoi 呈现空间点及要素的影响范围，相互关系以及邻近区域的边界，且能直观地表达出点集在空间分布模

式，确认不同文化时期遗址点在空间分布上属于均匀分布、随机分布或聚集分布的类型。在基于 Voronoi 的点状对象空间分布

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对多边形面积的变异系数及平均最近邻指数计算来表达点集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 

2.2.2 变异系数分析 

在 Voronoi 分析的基础上，对各时期遗址点的空间变异系数进行计算，因为点集在空间分布所对应的 Voronoi 多边形面积

大小不同，而将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和平均值进行比值计算，能够更进一步表示点集在空间上的变化程度，从而确定各时期遗

址点的分布特征［21］。 

 

式中：R为方差；Si为第 i个多边形的面积（i=1，2，…，n）；S为多边形面积的平均值；n是多边形面积的个数。通常情

况下，多边形面积变化同变异系数（CV）成正相关关系，当点集类型为均匀分布时，多边形变化较单一且面积相近，因此 CV值

相对较小。当点集类型为聚集分布时，多边形面积变化差异较大，同样 CV值也越大。当聚落遗址点在空间上呈现均匀分布时，

CV值小于33%；当聚落遗址点在空间呈随机分布时，CV值在 33%～64%之间；当聚落遗址点在空间上为聚集分布时，CV值则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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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2.2.3 平均最近邻指数分析 

平均最近邻指数同样能够表达点集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通过分析点之间的距离与对应的泰森多边形相互之间的关系来表

示，平均最近邻分析的结果同样有三种表达模式：聚集分布、随机分布及均匀分布［22］。一般来说，当点集的平均距离为点集密

度倒数值的一半时，点呈现随机分布模式，通过对点集及其最近点距离的平均值同结果相比得到的比值即为平均最近邻指数。 

 

式中：F为聚落遗址点分布类型的反映 为聚落遗址点与其最近点距离的平均值；N为区域内聚落遗址点的总数；A为聚

落遗址点生成 Vornoni 的多边形面积。理论上，当 F＜0.5 时，聚落为聚集分布，0.5≤F＜1.5 时，聚落呈现随机分布，F≥1.5

时，则聚落为均匀分布。此外，F值越大，区域内聚落遗址点的聚集程度则越低，反之，则越高。 

2.2.4 欧式距离 

欧式距离是最常见的衡量多维空间中两个点之间的绝对距离，也可以理解为在 m 维空间中两点之间的真实距离，或者该点

到原点的距离。在二维和三维空间中的欧式距离则是两点之间的实际距离
［23］

。 

 

式中：D（X，Y）为两个点 X和 Y之间的距离定位；Xi和 Yi表示第 i个坐标（i=1，2，…，n），它每个点可以表示为（x1，

x2，…，xn）和（y1，y2，…，yn），n为欧式空间的一个点集。 

3 结果分析 

3.1 洞庭湖区新石器时期聚落遗址空间聚集特征 

3.1.1 各文化时期洞庭湖区聚落遗址 Voronoi 及变异系数分析 

通过 Voronoi 分析洞庭湖区新石器各个时期聚落遗址点在空间中的分布特征及类型，并在 Arc⁃GIS10.5 中基于不同文化时

期聚落遗址点集进行泰森多边形分析和计算，由于本文的洞庭湖区是基于人为划定的行政边界，边缘上的点形成的多边形往往

会对结果造成较大的影响，因此在做 Voronoi 多边形计算时，需去除最外层多边形缓冲区来消除边界的影响。在修正后的 Voronoi

多边形基础上，生成了不同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的 Voronoi 图。由图 2 中可以看出彭头山、皂市下层及汤家岗文化时期分布较均

匀，而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分布则较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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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洞庭湖区各文化时期 Voronoi 图 

通过在 GIS 中计算各文化时期多边形的面积并根据研究方法当中的计算公式得到洞庭湖区不同文化时期的变异系数（CV）。

在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变异系数值为 57.71%和 52.47%，说明在这两个时期聚落遗址在空间上呈随机分布。而汤家

岗文化时期的变异系数值最低，仅有 14.64%，因此这个时期的聚落遗址在空间上呈均匀分布。相比而言，大溪文化、屈家岭文

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在空间上分布较聚集，其变异系数值分别是 182.49%、193.14%和 235.12%，石家河文化时期达到

整个新石器时期聚落遗址点分布聚集程度最高值，且澧阳平原成为各时期遗址点聚集度最高的区域。 

3.1.2 各文化时期洞庭湖区聚落遗址平均最近邻指数分析 

通过对洞庭湖区新石器各文化时期的平均最近邻指数分析（图略）得到，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在空间

上呈随机分布，其最近邻指数分别为 1.0683 和 0.8873，相较而言彭头山文化比皂市下层文化在空间分布特征当中随机分布程度

更高；而到了汤家岗文化时期其最近邻指数达到了 1.5389，该文化时期的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均匀分布，其后的大溪文化、屈家

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最近邻指数仅有 0.4693、0.4131、0.3323，聚落遗址在空间上皆呈聚集分布。 

通过平均最近邻指数同变异系数进行相互印证来讨论洞庭湖区新石器各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在空间聚集特征。总体上看，洞

庭湖区新石器聚落遗址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状态，其中新石器早期聚落遗址呈现出随机分布特征，而到了汤家岗文化时期

其变异系数变小，最近邻指数最大，总体聚落遗址空间分布呈均匀分布特征，可能是因为这个时期属于皂市下层文化晚期向大

溪文化早期过渡时期，聚落遗址数量较少，因此空间聚集程度达到最低值。而新石器中晚期聚落遗址数量逐渐增多，聚落遗址

空间总体分布皆呈现集聚的特征，尤以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聚集度最高。这是由于在新石器中晚期聚落社会形态开始发

生改变，以聚落组团或是城址的形式出现，例如澧阳平原的城头山遗址［24-25］和鸡叫城遗址［26］等，社会特征由大体平等的聚落时

期到初步分化的不平等时期逐渐转向酋邦社会时期。而导致这些变化的除了人为因素外，自然环境也是最主要的客观因素。 

3.2 聚落遗址空间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分析 

3.2.1 聚落遗址空间分布与高程关系 

自然环境影响着人类的选址，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在顺应自然的新石器时期，古人依据已有的地形作为首选条件来决

定自己居住地。洞庭湖区以平原、台地和丘岗地形为主，地形起伏度不大，土壤肥沃、水热资源丰富、氧气充足、生活条件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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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非常适合人类生存［27］。 

各时期的遗址点大多分布于澧阳平原，因为澧阳平原气候温暖湿润，稻作农业逐渐成为这个时期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一

些固定的房屋基址、灰坑灰沟及聚落环壕在彭头山时期均已出现。到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时期，聚落遗址慢慢向低海拔

的湖区扩展，适宜的环境条件促进了该时期的稳定发展，但受水患的影响，古人还是多选择栖居于台地、丘岗上。到了大溪文

化时期，气温和降水开始降低，水域收缩，河滩淤积成路［28］，古人开始向这些平坦肥沃的土地上迁移，开始了进一步的农田耕

作和聚落扩张，农业生产迅速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形态。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开始从澧阳平原或四周向中

间聚拢，洞庭湖周边的聚落不断增多。 

通过对洞庭湖区新石器各文化时期遗址点分布和高程的叠加分析得到不同文化时期的高程信息。分析可知，洞庭湖区新石

器时期遗址点多数分布在 0～100m 的平原、台地或岗地上。其中彭头山、皂市下层和汤家岗文化时期所有的遗址点均分布于0～

100m 的平原低地上，而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每个时期均有 1～2个遗址点分布在 100～200m 或 200m 以上的丘陵地区。

洞庭湖区河流湖泊众多，河网交织，散布了较多的丘岗平原景观，丘岗因地势相对较高可降低水患的影响，因此成为古人聚落

的首选之地，并且丘岗周边的低地较平坦且地势开阔，利于开展农业耕作和畜牧业等活动。 

 

图 3洞庭湖区各文化时期坡度图 

3.2.2 聚落遗址空间分布与坡度关系 

坡度在一定程度影响了人类的生活环境，通常是指地面倾斜的程度，按照国际地理学会联合会地貌调查与制图委员会关于

地貌详图应用的坡地分类划分的坡度等级可将其分为平原及微斜坡（0～2°）、缓斜坡（2～5°）、斜坡（5～15°）、陡坡（15～

25°）和急陡坡（＞25°）5 种类型［29］。本文基于 DEM 在 Arc⁃GIS 中绘制坡度图，探究各时期的遗址点分布与坡度的关系，根

据洞庭湖区的地形特点，将其坡度分为0～2°、2～5°、5～15°和 15～25°四个等级，因洞庭湖区以平原为主，未有大于 25°

的急陡坡。通过分析得出图 3洞庭湖区聚落遗址分布与坡度之间的关系。 

坡度和遗址点数量呈负相关关系，即坡度越高分布的遗址点就越少，坡度越低分布的遗址点数量就越多。分布在 0～5°的

遗址数量占比最大，彭头山文化时期占 91%，而皂市下层和汤家岗文化时期的所有聚落遗址均分布于 0～5°之间，大溪文化、

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分别达到了 94%、92%和 87%；而大于 5°以上的聚落遗址点在彭头山、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

时期仅占 9.10%、5.69%、7.38%和 12.63%。由此说明各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主要分布在微斜坡和缓斜坡的区域，而斜坡和陡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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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分布的聚落遗址数量较少或没有分布。 

坡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地表径流以及物质和能量流转换的规模和强度，同时制约着农业生产格局，是生产力的重要影响因

素，对古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范围起着重要的作用。就灾害风险而言，坡度较陡的区域在雨季来临时会发生滑坡、泥石流等自

然灾害现象。就植被生长条件而言，坡度越陡倾斜角越大，植被生长的条件就越局限，且不宜于高大的乔灌木生长，多地被和

小灌木，这就降低了植被地表覆盖率，使得地表径流加大，地表含水量降低。从生产生活方面来讲，斜坡陡坡不易于建造房屋

居所，建造难度大［30］，相较于平原来讲，对开垦农田和从事相关农业生产活动的难度也较大。因此分布在斜坡陡坡的聚落遗

址数量较少，古人更偏向于生活在较平坦的冲积平原和靠近水源的地方，因这些区域土壤肥沃，地势平坦，视野开阔，便于开

展农业生产、捕猎、采集和渔猎等多种活动方式。 

3.2.3 聚落遗址空间分布与坡向关系 

由于不同坡向所面对的太阳照射角度不同所产生的区域温度也有所差异，同时坡向也是影响植被生长的重要因素［31］。湖南

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多吹东南风，冬季吹西北风，当坡向朝南时，日照充足，适宜居住及从事农业活动，因此南和东

南方向为最适宜和适宜居住的坡向。而受冬季寒冷的西北风影响，西南方向虽偏南但不适宜居住，且西、东和东北方向均不适

宜居住。西北和北向虽然受西北风影响，但日照时间较长，较适宜居住和植被的生长［32］。本文将坡向分为 9 个类型，南向为最

宜居的方向，东南为适宜居住的方向；北、西北为较适宜居住的方向；而西南、西、东和东北方向为不适宜居住的方向。 

 

图 4洞庭湖区各文化时期坡向图 

从图 4当中可知，彭头山文化时期遗址点处于适宜居住方向的比例有 45.45%，皂市下层文化时期占比为 45.95%，汤家岗文

化时期占比为 54.54%，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分别占 52.85%、53.27%和 53.92%，从各时期的占比来看坡向是古人选择

聚居地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不同时期的人们对聚居地的朝向要求在不断地

增高。 

总体来看，分布在适宜方向的聚落遗址点随着不同文化时期也在不断地增长。坡度适宜的程度直接影响到采光和取暖的问

题，然而不适宜居住的坡向在彭头山、皂市下层、汤家岗、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中仍占 54.55%、54.05%、37.36%、

47.15%、46.73%和 46.08%，因此古人在选择居址时对于坡度的选择并非像高程和坡向一样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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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聚落遗址空间分布与水系关系 

人类生活离不开水，靠近水域生活能够为人们提供生活、生产和文化交流的便利，正因如此，史前人类在选择居住地时，

水是首要的考虑因素。水资源的丰富程度以及距水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到人们农业生产和生活，但同时具有一定的风险因素，

距离水近的区域容易受到洪涝灾害的威胁，因此在选择居住地时既要考虑水源是否充足、方便农业灌溉，还要考虑到安全距离

以及防范措施。利用 ArcGIS中的欧式距离空间分析工具，对新石器时期的各个文化时期遗址点的分布和距水距离进行分析，由

于史前人们交通条件有限，多以步行为主要的活动方式，步行1～2h的距离大约为 5～8km 半径范围被认为适合开展农业耕作和

狩猎采集活动［33］。因此，本文以 8km 为新石器时期人类最大的活动半径作为边界，以河流为中心进行半径 8km 的缓冲区分析。

从图 5中可以看出遗址点总体除在澧阳平原分布较密集之外，其他的多数沿着河流走向呈树杈型分布。 

 

图 5 洞庭湖区各文化时期距河流距离 

从数据可以得出遗址点的分布多位于 300～4000m 之间且占比重较高，彭头山文化在 300～4000m 之间分布的遗址点占比为

90.91%，皂市下层文化占比例为83.79%，汤家岗文化占比例 72.73%，大溪文化占比例为 80.48%，屈家岭文化所占比例 81.84%，

石家河文化占比例为 81.5%。可见，新石器早期遗址距水距离较近，是因为这个时期“新仙女木”事件结束，气候逐渐转暖，人

类的活动范围逐渐由山地丘陵向平原和靠近水域的地区迁移，并且澧阳平原是最早完成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区域［34］。此外，

走向平原最主要的原因是稻作生产时代的到来，农业生产需要在有肥沃的土壤和靠近水源的区域，因此彭头山文化时期开启了

新石器时期从采集狩猎时代向农业时代的过渡。 

从生产角度上看，水源为新石器时期的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灌溉条件，古人在选址时受生产力的限制只能选择自然条件较优

越的区域或依赖现有的资源开展农业和家畜养殖活动。此外，农业时期的到来使得粮食有了剩余，在狩猎、采集、渔猎、稻作

和畜牧业等生产活动的同时作用下，人口在不断地增多，聚落规模不断地扩大，但古人并没有改变逐水而居的生存特点。 

从安全角度上看，为了避免雨季水位上涨而带来的水患威胁以及其他的灾害发生，人们选择的居住区域一般是近河而不临

河。从文化交流角度上，古人靠近水源生活除了生产活动外，文化交流在新石器时期也逐步兴起，在益阳南县涂家台遗址［35］

中曾发掘出大溪文化时期的独木舟，证明在这个时期已经有了水上交通工具的出现，并且可推断其为古人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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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河流水系作为古人选址最重要的一项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古人的生产活动、社会组织、文化沟通以及

经济形态等生存方式。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洞庭湖区作为研究区域，根据收集到的地图数据、考古发掘报告、地方文物志和文物保护资料等整理新石器时期各

遗址点及分布图，并以洞庭湖区行政区划图及该区域 DEM 数据作为数据源。通过在 GIS 中的泰森多边形、变异系数、平均最近

邻指数和欧式距离等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对洞庭湖区新石器时期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地形、坡度、坡向

和距水距离的分析来探究遗址点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得到结论如下： 

①洞庭湖区新石器时期的聚落遗址空间聚集特征总体呈“随机—均匀—聚集”的分布形式。早期即彭头山文化时期聚落遗

址空间聚集呈随机分布特征；新石器中期也就是皂市下层文化到大溪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呈现随机—均匀—聚集分布状态；而新

石器晚期即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均呈聚集型空间分布特征。 

②聚落选址受高程、坡度、坡向和水系等因素的影响，根据对聚落遗址点和环境因素定量分析得出，遗址点多分布于海拔 0～

100m 之间的平原、台地或岗地，且坡度为0～5°，坡向朝南，距水距离 300～4000m范围内的区域。 

③根据不同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空间分布规律，聚落遗址主要集中在澧阳平原，这是因为澧阳平原是最早完成旧石器向新石

器过渡的地区，稻作农业在这片地区逐渐产生，古人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新石器中期，古人开始开挖壕沟，建造基址，出

现了以聚落组团的空间分布形式，由此社会等级不断分化，从原始平等的社会结构逐渐分化为具有等级的不平等聚落时期，并

在大溪文化早期出现了城址的聚落组团，稻作农业也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经济形态。随着物质资源的丰富，生产力增加，生产

技术提升，聚落组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新石器晚期开始逐渐转向酋邦社会时期。 

4.2 讨论 

在已有的洞庭湖区新石器时期人地关系研究中，学者较多关注以古气候变化为主要因素的洞庭湖演变和聚落遗址分布及变

迁，也有学者研究了洞庭湖地质变化对古人类活动和遗址形成的影响等。鲜有对聚落遗址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讨，且前人研究

多通过考古发现及历史文献资料等方法进行定性分析。而本文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总结不同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空间分布特征

以及聚落遗址同自然环境的关系，但仍尚存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文章中遗址点数据是根据文保单位提供的资料以及

考古文献等进行收集归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还存有缺陷，原因是在考古资料收集归纳过程中可能存有缺漏，需求证专家

学者的相关建议，准确完善遗址点相关信息。并且随着未来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将有未发现的遗址点出现，需在未来研究当

中进一步补充。第二，在聚落的分布和变迁过程中，还受到气候环境、地质地貌及生产生活等诸多复杂的人为和自然因素制约，

然而因年代久远，数据不易获取，导致分析结论不够全面，这也将是未来从事历史及文化遗产相关的研究学者们要共同思考和

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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